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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里湾》对农村“集体”的想象及其局限 

王再兴 

(怀化学院中文系，湖南怀化，418008) 

摘要：从历史和文献来看，1949—1966 年中国农村集体主义革命中的“集体” ，其形态与意义都是被逐步想象和 

建构起来的。《三里湾》依托于“社员” 、工分和“户”等层面，揭示了其时三里湾的农民正在开始走向现代性的 

社会。但是，赵树理和《三里湾》的卓越之处更在于，经由“民间传统” 、口头语言以及与农民群众“共事”等 

问题， “集体”概念的内涵被给予了孤绝而幽深的辩难。赵树理是谨慎的，他执着地坚持“有多少写多少” ，这使 

得“三里湾”同时也留下了复杂的历史遗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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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如果回溯中国  1949—1966 年的农村社会主 

义革命，我们将会看到，不仅关于“个人”的故事是 

非常难于讲述的，即便是关于“集体”的认识，或者 

说如何将“社会主义”落实为具体的历史形态，也仍 

然是一个渐进而且疑难的过程。毛泽东在  1943 年的 

《组织起来》中称： “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 

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 ” [1](7) 然而，一方面，虽然 

社会主义或者集体化作为最后的方向得到了中共高层 

的确认， 但这个 “集体化” 到底应该化成什么样的“集 

体” 、以及具体如何化之乃至何时化之，在相当长的时 

间内统一的意见并没有形成。出现于中共内部的大致 

延续的争论，都证明了这个要达成的“集体”仍然是 

充满着各种纠结的、在当时还不是切实可见的图 

景 [2](98) 。另一方面，当年曾经激起中国农民对于农业 

集体化狂热追捧的前苏联集体农庄的生活，事实上可 

能是神话化以后的版本 [3](222−266) 。 这更加重了中国当时 

对于“集体”的理解所可能遭遇的深层危机。毛泽东 

在 1959 年 3月 2日的一封信中说： “我担心苏联合作 

化时期大破坏现象可能在我国到来。 ” 由此证明，虽经 

苏方当年严密的新闻封锁，毛泽东对于苏联集体化运 

动的实际情形可能也并非一无所知 [4](87) 。因此，我们 

毋宁说，十七年时期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 

也是一个想象“集体”的过程。这个关于“集体”的 

想象，也相当普遍地融贯在同时期的文学故事里。赵 

树理的《三里湾》，就是其中的一个范例。 

一、 《三里湾》对农村“集体”的想象 

1950  年代初，赵树理参加农业生产集体化的体 

验，成为 1955年长篇小说《三里湾》的起源。但是值 

得注意的是，在后来赵树理的许多文章中，对于新时 

代“新人新事”的生活(显然正是当年之谓“集体化的 

好处说不完”的生活)，作家均谨慎地表示知之不多。 

《三里湾》虽然是中国最早表现农业合作化的长篇小 

说，但自诞生以来就引起了许多的批评与反批评，毁 

誉相杂，这与赵树理的这种谨慎态度不无关系。 

小说正是在集体化，即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及其 

秋收、扩社、开渠等的过程中，关于“集体”的想象 

才开始一点一点地细致化，并且丰满起来。无论就小 

说本身，还是就与其有明显互文关系的当年平顺县川 

底村郭玉恩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情况来看，合作社在土 

地、劳力、肥料、耕种技术等方面均带来了极大便利， 

并且出现了大幅度增收，这些自不必说 [5](570−585) 。此外 

首先引人注意的，却是社内人们的“社员”身份。从 

中共 1951到 1956年间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一些重要 

文件，如《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 

案)》《陕西省委关于地主、富农能否参加互助组的意 

见》《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全国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的 

报告》《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一九五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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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等，我们可 

以看到：在合作社初成立的几年内，过去的地主分子 

和富农分子是不被接受入社的，社内也不允许存在富 

农雇工剥削的方式( “但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为生 

产的需要得雇请短工、牧工和技术人员”除外)。这一 

部分人要想入社，据前述后两个文件的说法，要在 
1956 或 1957 年以后才有可能，其时他们的身份才可 

以成为“社员”或者“候补社员” 。也正因为这样， “社 

员”的身份唤起了三里湾农业生产合作社成员们的积 

极的认同，它带来了王兴老汉、王玉梅、范灵芝等的 

尊严与满足。另外，在范长江《川底村的农业生产合 

作社》(1951)一文中，还提到了“劳动分”和“工票 

制” [5](578) ，这在小说中也有相应的反映。而早在 1951 
年春，赵树理就曾在三里湾原型之一的武乡县监漳村 

研究制定了一整套记工程序和记工形式，被称为“百 

分工票记分法” 。 

有意思的是，小说开篇的《从旗杆院说起》和第 

一节《放假》，也从多个方面说明了三里湾“一九五一 

年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来新的生产、生活组织方 

式。尤其值得注意的，除了毛泽东《组织起来》的号 

召以外，1950年代初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与“工分 

票” ，不仅是人民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实验和推广的， 而 

且其形式也是基本相同的，先后出台了《中共中央关 

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1951年 12 月 15 
日)、《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1955 年 11 月 
9日)等重要文件进行了规范。1953年 2月，国家还成 

立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秘书长杜润 

生)，并规定了各地、县等相应分支机构。由此可以看 

到，中国农民自 1940年代以来走“组织起来”的互助 

合作道路，在吉登斯的意义上，正是《现代性的后果》 

等著作中所称的“脱域”和“再嵌入”的过程：原三 

里湾的农民依托“社员”身份、以及“劳动分”和“工 

票制” ，获得了脱离像个体生产、人际直接接触等相当 

有局限的地域性关联，包括相当有局限的时空交换方 

式的形式——如原来的换工结算现在可以在更大范 

围、更长时间内进行时空抽离， 其后才进行工分结算。 

这两者(“社员”身份、与“劳动分”/“工票制”)即 

成为吉登斯所谓的“象征标志” 。而小说中的“水利测 

量组、县委会老刘同志、张副区长、画家老梁、秋收 

评比检查组，还有什么检查卫生的、保险公司的……” 

等上级国家组织和人员， “村公所、武委会、小学、农 

民夜校、书报阅览室、俱乐部、供销社”等村级机构 

和空间，以及村里、社里的基层干部等等，所构成的 

正是这个新生国家的一整套吉登斯意义上的“专家系 

统”和现代性的科层制结构。而依据蔡翔先生的意思， 

“旗杆院”正是这样一个深富意味的现代性空 

间 [6](43−45) 。同时，当年周扬和巴人的两篇文章，曾经 

颇为让人意外地提到了《三里湾》里的农民与“工人 

阶级”身份及思想的联系 [7](413−417) ，也恰好佐证了《三 

里湾》中农民们的“脱域”状态。 

另一方面，小说《三里湾》对于如何达成与深化 

这个“集体”想象的过程，即“集体化” ，首先就是通 

过“家庭”这个环节来表现的。而“家庭”正是与“集 

体”互为争夺的最大的传统性力量，一种旧式空间的 

突出代表。早在 1957年，巴人先生的《〈三里湾〉读后 

感——为〈中苏友好报〉而作》 一文就认为它是通过 “家 

庭”来描述“集体化”想象的，该文中以相当的文字 

对此进行了特别的强调。 在 《〈三里湾〉写作前后》 (1955) 
中，赵树理称早先的农民毕竟是小生产者，思想上都 

具有倾向资本主义的一面，因此，所谓社会主义改造， 

就是为了消灭那一面； “但是那一面不是很容易消灭 

的” ，目前农村的工作， “几乎没有一件事可以不和那 

一面作斗争” 。巴人先生在 1958 年完成的《略谈赵树 

理同志的创作》 一文中仍宣称， 赵树理 1951年在太行 

山区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试验区工作时， “农村的斗 

争已经变成是农业生产的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的 

斗争了” 。这里的“集体所有制” 其实就是指的 “集体” 

的想象，而“个体所有制”在中国当时的农村实际上 

就是指的“家庭” 。巴人并且说“ 《三里湾》就是反映 

这一幅斗争生活的” ，作品“着重地描写了两种家庭生 

活的矛盾和变化——即以集体主义为生活基础的党支 

部书记王金生的家庭和死守住个体经济堡垒的马多寿 

家庭的不同面貌和不同的生活，及其相互间的矛盾和 

变化” 。 这意味着， 巴人认为通过家庭来表现 “集体化” 

的过程，即是《三里湾》所反映的生活面貌之所以显 

出与《李有才板话》和《李家庄的变迁》等处在两种 

不同性质的革命的时代，因而也出现了具有不同思想 

感情的新人物的原因。 同在 1958年， 苏联人费德林在 

其《赵树理的创作》一文中也认为小说《三里湾》是 

描述“集体化”想象的。巴人和费德林的说法实际上 

与赵树理后来的自述可以彼此参证 [8](268−271) 。应该说， 

这个认定《三里湾》是对于社会主义“集体化”过程 

的想象的说法，是可以得到较长时期的佐证的。直到 
1980年代中期，持这种见解的学者也不乏其人，如英 

国人约翰·伯耶等。 

然而，虽然赵树理把这种斗争，即《与读者谈〈 

三里湾〉》里所称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 

斗争” ，作为小说《三里湾》的表现程式，这也只是表 

层的处理，他的用意却在其他方面。1962年《文艺与 

生活》的发言里提到了作者对于写作长篇小说《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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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想。这也是赵树理所称的“‘社会主义改造’ ，一 

方面是改造制度(生产关系)，另一方面是改造人”的 

意思。从上述情形来看， 赵树理的理解已经非常清楚： 

“社会主义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与小农生产者的 

“户”所有制(家庭)是对立矛盾的存在，即所谓“两 

套教育” 。 而作为个人的农民， 其实只是家庭的形式化。 

在这里，赵树理在 1950年代所批判的“个人主义”思 

想，被归结到了“集体/家庭”的话题之下。我们也就 

明白了，小说中为何将范登高发展私人小买卖，一方 

面批判为 “资本主义道路” ， 一方面又与其思想上的 “个 

人主义”(小说中称“个人英雄主义”)那么自然地联 

系在一起了。至此， 我们应该可以理解为，依托于“家 

庭” 作为两种道路斗争的场域， 所谓 “资本主义道路” 、 

“个人主义”思想以及“封建性”的“户”所有制已 

经凝聚为一个浑然一体的问题了。 而这个问题的对面， 

是与之几乎全然不同的社会主义“集体”的想象，它 

正在从各个方面引领着三里湾的绝大多数农民们。 

二、 《三里湾》 “集体”意义的辩难 

《三里湾》问世以来，曾经招致了许多的批评， 

这些批评赵树理本人也都有所觉察，当然他也适度做 

了自辩。但是这些争论，毋宁说正是不同作者或批评 

者们对于“集体”想象的差异以及相关阐释的争夺。 

它们涉及到对于 1950 年代到 1960 年代中国农村社会 

主义革命的不同认知问题。出于对当年特殊语境的考 

虑，当小说《三里湾》展开这种想象的时候，它是一 

个“我的集体” 、 “你的集体” 、还是一个“我们的集 

体”呢？ 

如果说， “集体”同时也是一个精神乃至主体上积 

极认同的集合的话，那么它在艺术包括文学中的反映 

显然是非同小可的。有意味的是，对于民间艺术的关 

注，赵树理只承认自己“不过是个热心家” ；并且说： 

“我虽出身于农村，但究竟还不是农业生产者而是知 

识分子，我在文艺方面所学习和继承的也还有非中国 

民间传统而属于世界进步文学影响的一面，而且使我 

能够成为职业写作者的条件主要还得自这一 

面。 ” [8](117−118) 早在 1934年， 赵树理曾经谈论过大众语， 

讲到了中国文字罗马化的可能性，从时间上看，这几 

乎与鲁迅先生谈罗马字的事同时；1942年 1月，在河 

北省涉县召开的文化会议上，他当着五百多文化人的 

面，演唱“观音老母坐莲台，一朵祥云降下来……” ， 

热情支持文化大众化， 这又实际发生在 1942年 5月毛 

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前。但同时期存在 

的另一个客观情况却是，工农兵绝大多数并“不知道 

社会上有那么一‘界’ ，叫‘文艺界’” 。由此，实际上 

赵树理身上出现了一个非常深刻的矛盾：一方面，从 

他早期的文学趣味、他个人的自认以及他的智慧多识 

博闻强志等才情来看，他都不能只是被简单地定义为 

一个很“土”或者说很“通俗”的作家；另一方面， 

赵树理也很快感觉到了民间存在着与知识分子的趣味 

非常不同的某种传统。如“知识分子的情感和群众的 

情感恐怕是两个体系。 ”“我承认知识分子的兴趣与群 

众的兴趣是两个来路。 ” 在后来的许多篇章中，赵树理 

都道明了他自己的理解——他认为中国的文艺传统实 

际上有三个： “古典的” 、 “民间的”和“外国的” ；其 

中尤以“民间”传统处境最为尴尬，恰如《 “普及”工 

作旧话重提》(1957)中所述。这就无怪乎  1954 年  10 
月当赵树理对日本学者仓石武四郞清晰地谈到“民间 

文艺”的问题时，仓石的文章明显带有某种令人颇感 

意外的气氛了 [9](97−101) 。所以“民间”传统的问题，在 

当年其实还有着更多的涵义：它意味着知识者与民众 

几乎无法有效地对话，也说明，我们通常以为可以不 

证自明的那个“集体” ，原本并不是一个天然的“我们 

的集体” 。 

然而，赵树理的卓越之处在于，他清楚地觉察到 

这种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的区隔化，并忧心忡忡。他 

宣称， “‘通俗’这个词儿虽然大家习用已久，可是我 

每次见到它的时候都觉得于心不安” ， 并且直批这一词 

汇隐喻着 “旧社会的所谓‘上流人物’” 与“劳动人民” 

的等级观念。他费力地剥离着“通俗”与“民间”的 

区别，并进而解构其背后所包含的歧视基层民众的含 

义。不仅如此，赵树理还几乎本能地发现了“语言” 

这一媒介的丰富意义与功能。当然，需要指出的是， 

他的所谓“语言”基本上都是指称的口头语言。赵树 

理说： “我尚未完全绝望者仍在语言。 ” [8](358) 并声称： 

“我不善于描写农民，是借助于语言，通过性格化的 

语言来表达他们对待事物的不同态度。 ” [8](287) 也因为 

口头语言，创作的关注自然就延伸到了向传统的通俗 

文体学习的问题。赵树理并且声称： “ 《红岩》改成评 

书，并不是低标准。 ”索绪尔与雅各布森的理论说明， 

比起文字作品，口头作品——赵树理称之为“语艺” ， 

以与“文艺”相对，可能有着更为复杂、更为丰富的 

含义。当年映白的《试论〈三里湾〉的语言艺术特色》 
(1957)一文的分析，实际上也适合于赵树理其他的小 

说：只有当作家对其人物的命运给予最大的关怀的时 

候，才有可能把人物的语言提炼到特别精萃的地步， 

赵树理“处理人物语言的特色是和他对人物的评价相 

关联的” ；另一方面， “作者明确地表示自己和人物一 

定的关系，作为斗争的参加者，作为群众中的一员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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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群众的口语来叙事写人。 ”在这里，语言明显成为作 

家赵树理作为“参加者”和“见证人”参与到农民生 

活和斗争中的方式，并与之浑然一体——这正是“语 

言”转换为“政治”的极为鲜明的表现。 

关于语言问题如何非常自然地转换成了“政治” 

问题，日本学者萩野脩二在其《访赵树理故居》一文 

中还记述了另一个活生生的反例。这个问题对于赵树 

理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赵树理正在积极靠近 

农民这一群体，即最大部分的民众。他正在用自己的 

实践将那个存在着许多疑义的 “集体” 变成真正的 “我 

们的集体” 。所以，毫不奇怪，他在许多谈论写作的发 

言和文章中都谈到了如何真正了解农民的问题——他 

的秘诀是与他们“共同生活”或者“共事” 。与很多人 

不同的是，虽然当年已经有了“下放制度” ，但赵树理 

对于那些浮皮潦草的参观之类并不信任，认为“参观” 

并不是解决写作问题的有效办法。赵树理倡议， “要把 

农村、工厂当成个社会来了解” ， “要争取到工农中去 

住” 。由此， 可以看出赵树理对于如何真正地与农民相 

结合是持非常严肃的态度的。通常，赵树理为了避免 

下去“做客” ，每到一个村子里， “总要在生产机构中 

找点事做” 。这就是他所称的“和群众‘共事’——即 

共同完成一样的事”(当时已经有了“四同” ，即同吃、 

同住、同劳动、同商量的说法)。赵树理主张， “到一 

个地方， 应该住个一定久的时间” ， 并列举了诸多好处。 

在《做生活的主人》中，赵树理敏锐地指出，要真正 

深刻地认识一个人，需要在工作中多次观察，只靠一 

同打鼓唱戏，或是喝酒应酬，是不可能做到的， “因为 

在工作中涉及到各人的切身利害关系时，农民才会鲜 

明地表示自己的态度， 看出他的动向” 。所以在赵树理 

看来，只要与农民共同生活或者共事，事情似乎就会 

变得简单起来， “到农村去，……把事情干好，什么人 

物、事件、主题都出来了” 。 

因此，无论是“民间传统” 、语言、乃至下乡与农 

民“共同生活”或者“共事”等话题，事实上都可以 

理解为赵树理在持之以恒地以切实的方式建构着作家 

与现实和历史的互文关系。 “其稍可安慰者是我所主张 

的事与我做的还大致统一，而且往往是做过才说 

的。 ” [8](128) ——它意味着，一个真正的“集体” ，毫无 

疑问应该是一个“我们的集体” 。 

三、 《三里湾》 “集体”想象的影响 

赵树理是一贯谨慎的，他竟然一点也不愿意率性 

浪漫一下。比如， “ 《三里湾》的支书，也很少写他共 

产主义的理论” 。 画家老梁画了三幅画，但小说的写法 

尤其让人觉得有意思的却是， “大家对第二张画似乎特 

别有兴趣……” 。 正是赵树理的这种审慎态度，使得他 

对于  1950—1960 年代中国农村的描写经受得起现实 

和时间的残酷检验。关于小说中“集体”或者“集体 

化”想象的话题， 则恰恰因为它们并不是非常完美的。 

首先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三里湾》里表现的“集 

体”的想象，其实还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 

“集体” ， 反倒是它仍然惊人地存在着区隔化或者等级 

化的特征(区隔化正是等级化的一种表现)。如牛旺子 

的山地组不仅全部是外来户，而且仍然耕作贫瘠的原 

开荒地；他们在小说中也是奇怪地相对不活跃的。在 

三里湾，农民名义上是“社员” ，实际上却是与地缘绑 

定在一起的，缺乏自由迁徙和流动的可能。这意味着 

这个“集体”仍然不是现代科层制的“集体” ，因为科 

层制作为一种现代性的社会生产与组织形式，个体通 

过转换可以在所有层级里自由流动——这是吉登斯意 

义上的“脱域”和“再嵌入”的真正意义。《三里湾》 

的“集体”想象还隶属于这样的内容：我们的“集体” 

是分为国家、集体、个人等不同层级的(前者“集体” 

是大写的，后者集体是小写的)。但是，就像赵树理在 

《致陈伯达·第一封信》中所说： “虽然千头万绪，总 

不外‘个体与集体’ 、 ‘集体问题与国家’的两类矛盾。 

解决个体与集体的矛盾的时候，国家工作人员(区、乡 

干部)和社(即现在的管理区)干部的精神是一致的—— 

无非改造和限制个人资本主义思想的发展，使生产因 

而提高。……后来出现了集体与国家的矛盾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就不知道该站在哪一方面说。原因是错在 

集体方面的话好说， 而错不在集体方面(虽然也不一定 

错在整个国家方面)时候，我们便不知如何是好了。 ” 

当然，我们知道后来农村的合作社实行的是集体所有 

制，而城市的工业、商业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则 

是全民所有制。这些都证明，当时的个人、集体、国 

家三者之间不仅是层级的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它们也 

仍然残留着区隔化的特征。兼以农村政策在许多情况 

下与基层村庄的状况并不十分接合，如高征购、共产 

风、大办食堂等等，作为计算中介的“算账”多数时 

候又被放弃，这也似乎意味着吉登斯的所谓“象征系 

统”已被架空为空洞的能指，实则是已经淹灭了。更 

不必说在人民公社化以后还出现了所谓“大集体”与 

“小集体”的说法。一种区隔严重、个体的转换中介 

被废弃、并且实际上无法实际转换的“集体” ，无论如 

何都不能说是一个真正的现代科层制意义上的“集 

体” ，反而可能潜藏着诸多的封建性因素。 

其次的问题是，《三里湾》的“集体”想象不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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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完全现代性的，它还带着明显的“熟人社会”的特 

征，而根据西美尔的《大都会与精神生活》的意思， 

这是与现代城市生活明显不同的(后者指的即是 “陌生 

人社会”)。其中的主要特点是，三里湾初级社里许多 

问题的解决往往并不是依赖于“象征系统”所代表的 

流动，或者“专家系统”所代表的知识，而是依赖于 

某种长期积累而得的人际接触经验。比如三里湾那些 

人物的外号的由来，不仅是由于他们的性格，更是由 

于他们在乡村熟人社会中长期积累下来的轶闻轶事。 

与陌生人社会不同，乡村社会的邻里关系有着特殊的 

“共时”意义，它也意味着彼此间的监督，正隐喻着 

“政治” 。 同时， 处理邻里矛盾时所需要援引的 “历史” ， 

由于来自漫长时间的了解和积累，也几乎可以不假思 

索张口即来。如范登高因为个人小买卖的事，最怕别 

人说他与王小聚之间是 “东家伙计” ， 没想到金生脱口 

即道： “我的老同志！这就连小孩也哄不过去！谁不知 

道小聚是直到一九五○年才回他村里去分了三亩机动 

地？他会给你拿出什么资本来？”这样的例子在小说 

中实在是非常多的，如小整党会议上乐意老汉对范登 

高的批评， 灵芝考虑终身大事时想到的与玉生的关系， 

等等。《天成革命》一节中，对于乡村信息的熟人传播 

方式更是有着非常典型的描写。然而，我们应该注意 

到，不仅是这种传播方式本身并没有延伸改变成现代 

性社会的交流方式，而且它还映射着赵树理对于《三 

里湾》的一整套“写法问题”所隐含的意义。如“从 

头说起，接上去说” [8](118−119) ， “有话则长，无话则 

短” [8](145) ，介绍人物和风景的“带路人” 、 “我的小说 

不跳”(“‘特写’农民倒不怕，就怕接不上，二条线 

三条线地跳”)，以及不想套用“苏联写作品总是外面 

来一个人，然后有共产主义思想，好像是外面灌的” 

方式 [8](263) ，等等——虽然这些都是十分珍贵而且有效 

的深入农民的写作方式，但是它们显然与上述乡村传 

播方式是属于同一套“装置”的。同时，小说中的这 

个“集体”的想象也导致了传统家庭影响力的急剧缩 

减，也给后续的农村生活和农村小说的讲述带来了更 

为复杂的影响。 

最后，是《三里湾》中的干部队伍扩编的问题。 

在小说第三十四节《国庆前夕》中，赵树理仍然以他 

一贯的精确态度谈到了这个话题。但事实上，这个话 

题还有一个渐为发展的过程，甚至可以说赵树理在其 

中隐曲地表达了他的犹疑。以与《三里湾》明显有互 

文关系的川底村郭玉恩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情形来看， 
1951  年底，干部困难就已经初步出现了。但是到了 
1952  年秋收扩社后，这个社的干部情况有了很大改 

变。据赵树理写于 1953年 5月的《一张临别的照片》 

一文所述(其时赵树理正在平顺县川底村)， “……要连 

党、政、军、团，群众的各种组织机构的干部一同计 

算起来，恐怕要够一百多个岗位，可是这个村的户数， 

连远在五里之外的小山庄上的五户计算在内，一共才 

有九十四户。 ”扩社事件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小说中， 

都确实发生在同样的  1952 年秋。如果在社外再算上 

“党、政、军、团，群众”的各种组织，以川底全村 

计，干部比例甚至超出了一比一，即平均每户川底村 

村民至少要出到一个干部以上。这就无怪乎赵树理无 

论是在小说还是在此文中都再三表示惊叹 [10](14−17) 。这 

其中留下的话题是，不仅这些干部的组织形式是层级 

的关系，而且干部数量相当巨大。——从前者来说， 

“部门”正是区隔的隐喻(“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中 

央有什么机构，在多数的情形下，他们都得有与该部 

门有关的机构” [10](15) )；就后者来说，这个庞大的干部 

群虽然“除了村政府主席有少数的津贴外，全部是不 

脱离生产的义务职” [8](16) ，但乡以上的脱产干部必然 

也相应地数目庞大。这样一来，这个庞大的干部队伍 

更是名副其实的所谓“闲不住的手”了，它给“集体” 

的想象一直带来复杂而深远的影响。《三里湾》虽然写 

得较为温和，但还是不缺乏这一类的内容，如开渠的 

地基问题等。 

四、结语 

赵树理从早期的 “问题小说” ， 改变为初级社时代 

像《三里湾》这样的“劝人”小说，在大致相同的时 

期对“写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却颇有保留，使 

我们不由得反复想起 《三里湾》 里王金生的一番话： “难 

道到了社会主义时候，还要把他们(糊涂涂等)留在社会 

主义以外吗？争取工作是长期的！只要不是生死敌人， 

就得争取！ ”这也是金生说过多次的“正派”一词的部 

分意义，同时也是《三里湾》中“斗争”一词极少出现 

的根本原因。 赵树理是一个深邃的话题， 虽然 《三里湾》 

对于“集体”的想象并非毫无缺憾，但是“集体”的话 

题，显然至今仍然不是一个简易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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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ination of collective in countryside and its limitation of 
Zhao Shuli in Sanli 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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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hina’s  collectivistic  revolution  of  village  in 1949­1966,  seen  from  the history  and  the documents,  the 
appearance  and  the  meanings  of  “collective”  were  gradually  imagined  and  constructed.  Tracing  the  levels  of 
“member­peasant”, workpoints  and  “household”, etc,  the novel  SanliWan  indicated  that  the mass  in  the  village were 
heading  for  the  society of modernity. But,  the  real  excellences  of Zhao Shu­li  and his  SanliWan  lay  in  that,  through 
“folk  tradition”,  oral  language,  and  “working  together” with  the  crowd,  the  content  of  concept  “collective”  is  given 
some unique and profound mean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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